
吴吉龙、徐洋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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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 01 刑终 402 号 

原公诉机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吉龙，男，1984 年 9 月 25 日出生，无业，

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2016 年 6月曾因运输爆炸性危险物质被行政

拘留五日。2017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14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京市看守所。 

辩护人马康华，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辛本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洋，男，1981 年 9 月 15 日出生，杭州千

串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职工，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2017 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刑

事拘留，同年 7 月 6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嵇新，江苏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静（曾用名：张进），男，1972 年 1 月

26 日出生，南京顺君运输公司业务员，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2017

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

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6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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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人曾诚，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石小丰（曾用名：石小峰），男，1987 年 1

月 27 日出生，乐之洲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

区。2017 年 6 月 9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

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

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庄宇，北京市隆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馨文，女，1995 年 6 月 21 日出生，无业，

住北京市丰台区。2017 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许亮，男，1977 年 9 月 11 日出生，无业，住浙江省金

华市金东区。2017 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6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

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鲁鹏，男，1983 年 2 月 21 日出生，无业，住江苏省南

京市栖霞区。2017 年 5 月 9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8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

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陆小军，男，1980 年 9月 21 日出生，南京六合中等专

业学校老师，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2017 年 6 月 5日因涉嫌犯非法

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刘静，女，1975 年 7 月 16 日出生，无业，住重庆市渝

北区。2017 年 6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



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13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同

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季叶伟，男，1987 年 12月 25 日出生，无业，住浙江

省庆元县。2017年 6 月 5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12 日被该分局取保候审，

2017 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任赛娟，女，1967 年 12月 30 日出生，无业，住浙江

省舟山市定海区。2017 年 6 月 9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薛峰，男，1969 年 10 月 1 日出生，无业，住江苏省常

州市钟楼区。2017 年 6 月 6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

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吴峰（曾用名：吴锋），男，1981 年 12 月 25 日出生，

常州营特造价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2017 年 6 月 5

日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取

保候审，同年 9 月 14 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理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

人吴吉龙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原审被告人徐洋、许亮、

张静、鲁鹏、陆小军、刘静、张馨文、季叶伟、任赛娟、薛峰、吴峰、

石小丰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作出

（2018）苏 0102刑初 19 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吴吉龙、徐洋、张静、

石小丰、张馨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



云飞、检察员助理孙笑寒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吴吉龙及其辩护人马康

华、辛本华，上诉人徐洋及其辩护人嵇新，上诉人张静及其辩护人曾诚，

上诉人石小丰及其辩护人庄宇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张馨文在本院审理

期间主动撤回了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2016 年 10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000 元的价格向蔡鑫鑫出售 1 只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附录Ⅰ的非洲灰鹦鹉；2017 年 6 月 5 日

被告人吴吉龙被民警抓获，未及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2 只红肩金刚鹦

鹉、2 只太阳椎尾鹦鹉；红肩金刚鹦鹉和太阳锥尾鹦鹉为《公约》附录

Ⅱ中的保护动物。二、2016 年 10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4800 元

的价格向姚某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三、2016 年 10月，被告人吴吉龙

以人民币 5000 元的价格向万某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四、2016 年 10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000 元的价格向胡彬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

五、2016 年 11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625 元的价格向施雪峰出

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六、2016 年 11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14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任赛娟出售 1 只太阳锥尾鹦鹉。七、2016 年 12 月，

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0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薛峰出售 1 只非洲灰鹦

鹉。八、2016 年 12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500元的价格向徐菁

菁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九、2017年 1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5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鲁鹏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当月，被告人鲁鹏

还以人民币 5000元的价格购买 1 只非洲灰鹦鹉。十、2017 年 1 月，被

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140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张馨文出售 1 只被列入

《公约》附录Ⅱ的白凤头鹦鹉。十一、2017 年 1 月，被告人石小丰通

过互联网联系，以人民币 5300 元的价格购买 1 只非洲灰鹦鹉。十二、

2017 年 2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4530 元的价格通过刘澄宇向管小



刘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十三、2017 年 2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48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徐洋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2017 年 3 至 4 月，

被告人徐洋通过互联网联系，以总价人民币 56000 元的价格购买 2 只被

列入《公约》附录Ⅰ的黄颈亚马逊鹦鹉，以总价人民币 20000 元的价格

购买 2 只被列入《公约》附录Ⅱ的黄冠鹦鹉。十四、2017 年 3 月，被

告人张静通过互联网联系，以总价人民币 4800 元的价格购买 1 只非洲

灰鹦鹉和 1 只太阳锥尾鹦鹉；2017年 5 月，被告人张静通过互联网联

系，以人民币 4430 元的价格购买 1 只被列入《公约》附录Ⅱ的黑头凯

克鹦鹉。十五、2017 年 4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5000 元的价格向

被告人陆小军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十六、2017 年 4 月，被告人吴吉

龙以人民币 5000元的价格向仇虹然出售 1 只非洲灰鹦鹉。十七、2017

年 4 月，被告人吴吉龙以人民币 85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吴峰出售 1 只

被列入《公约》附录Ⅱ的杜氏凤头鹦鹉。十八、2017年 5 月，被告人

吴吉龙以人民币 65800 元的价格向被告人刘静出售 1 只被列入《公约》

附录Ⅱ的米契尔氏凤头鹦鹉。十九、2017 年 5 月，被告人季叶伟以 1

只非洲灰鹦鹉加价人民币 8000 元向被告人吴吉龙换购 1 只被列入《公

约》附录Ⅰ的小葵花鹦鹉。二十、2017 年 5 月左右，被告人吴吉龙向

被告人许亮出售 4 只被列入《公约》附录Ⅱ的和尚鹦鹉。 

2017 年 5 月 9 日被告人鲁鹏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7 年 6 月 5

日被告人吴吉龙、徐洋、陆小军、张静、刘静、张馨文、季叶伟、许亮、

吴峰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7 年 6 月 6 日被告人薛峰被公安机关抓

获归案。2017 年 6 月 9 日被告人任赛娟、石小丰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鹦鹉已被移送至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以上事实，各被告人均不持异议。本案事实另有依法扣押的鹦鹉物

证，抓获经过、刑事摄影照片等书证，证人仇虹然、姚某、万某等人的



证言，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物证鉴定书，电子数据

检查笔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予以证

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吴吉龙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告人徐洋、许亮、张静、鲁鹏、陆小军、刘静、张馨文、季叶伟、

任赛娟、薛峰、吴峰、石小丰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告人吴吉龙非

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被公安机关抓获，尚有

5 只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鹦鹉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及出售，系

犯罪未遂，对于该部分犯罪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本案 13 名

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

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

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吉龙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徐洋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

被告人许亮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张静犯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

千元；被告人鲁鹏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陆小军犯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被告人刘静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张馨文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

人季叶伟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任赛娟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

薛峰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吴峰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石小丰犯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五千元。 

二、对被告人吴吉龙的非法所得人民币 158455 元应予追缴并没收。 

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吉龙、徐洋、张静、石小丰、张馨文不服，

提出上诉。 

上诉人吴吉龙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定性不准确，且量刑过重。刑

法所打击的是出售野生动物，本案所出售的是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人

工驯养繁殖鹦鹉与纯野生鹦鹉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将人工驯养繁殖鹦

鹉按照野生动物的保护规定进行定罪量刑无法接受。二、本人因认定涉

案鹦鹉为非野生鹦鹉才进行交易，所出售鹦鹉均为幼鸟，不可能从野外

捕获；野外捕获幼鸟的喂养条件是无法达到的；涉案鹦鹉所带脚环是认

定人工驯养繁殖的一种方式，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幼鸟可从小套上脚环，

长大的鹦鹉无法套进脚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吴吉龙的辩护人提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是认定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进行解释时，应依据 2016 年 7 月 2 日修



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才符合“后法优于先法”的法律

适用原则。二、对于“收购”“出售”的概念也应结合相关立法解释与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予以适度限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购买、出售行为，未考虑特殊情况的存在，

亦未考虑是否真正破坏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从而将大量实质上不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作为犯罪行为予以刑事处罚。2014 年 4

月 24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规定的“收购”进行了限

缩解释，“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前提，参照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的修改过程，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解释也应当

执行立法解释而非司法解释。以观赏为目的进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交

易并不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目的的实现，甚至有利于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故该行为应

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打击的行为，不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

“收购”“出售”行为。三、《解释》将“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物种解释为野生动物无上位法依据，属于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人工繁育”作出了规范，其与“野生动物保护”相

关，但并不相等或者相同，二者不可等量齐观。《公约》附录Ⅰ、附录

Ⅱ不能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公约仅适用于国际贸易

范围，顶多适用于走私珍贵动物罪，而不应适用于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林业部核准的国家重点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也仅限于野

生动物，不包括人工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机械的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没有实质地考察是否侵害了该罪

的保护法益及该行为有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审判决明显不当，导致

缺乏实质违法性的行为被错误定罪。五、一审时被告人已举证证明每一



只鹦鹉在幼鸟时都带上了无法取下来的脚环，该脚环可以证明涉案鹦鹉

为人工驯养繁殖。涉案的鉴定结果仅根据鹦鹉品种的简单描述，以肉眼

观察的方式确定鹦鹉的类别，且未对鹦鹉是否人工驯养繁殖进行鉴定，

该鉴定结论没有相应的依据。六、吴吉龙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未侵

害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不应以犯罪论处。吴吉龙在出售野生动物过程中

没有得到行政许可，应当适用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而非刑事犯罪。吴

吉龙作为卖家对幼鸟进行细心照料和喂养，其行为保护了野生动物。涉

案鹦鹉生在非洲，不可能是从当地捕获的野生动物，应为人工养殖。七、

深圳王鹏案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予以大幅减刑，对本案有借鉴意

义。本案指控的数量是 20 多只，2017 年 1 月 2 日调整之后才将非洲灰

鹦鹉列入《公约》附录Ⅰ，在定罪量刑时应结合调整前后的情况进行。

综上，一审判决定性不准，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作出公正判决。 

上诉人徐洋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一、一审判决部分认定

事实不清。徐洋所收购的 5 只鹦鹉均有脚环，系通过人工繁殖、驯养的，

并非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殖为鹦鹉的繁殖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通过

人工孵化鹦鹉的产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在野外环境下鹦鹉的繁殖能力相

对较弱。深圳王鹏案，就是几只成年鹦鹉在短短几年内繁殖出了几十只。

二、涉案鉴定意见仅确定涉案鹦鹉的品种，对于鹦鹉是否属于濒危野生

动物并未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将人工驯养繁殖鹦鹉定义为野生动物与常

理不符，超出一般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知。三、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主观方面应表现为故意，而实践中，非专业人士对野生动物领

域及其界定范围了解不多，在无知的情况下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应不以犯罪论处。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徐洋定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定性错误。四、一审判决罪刑不相适应，即使上诉人徐洋的行为构

成犯罪，一审判决也量刑过重。不论涉案鹦鹉是否属于野生动物，上诉



人徐洋的行为均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或酌定情节。徐洋没有主观

恶意，不知道购买鹦鹉行为触犯刑律，购买鹦鹉是为了观赏且对涉案鹦

鹉悉心照料，事发后，涉案鹦鹉也由有关部门收养至指定机构，未造成

严重后果。且徐洋系初犯、偶犯，并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机关的工作，

如实陈述，对其应当酌情从宽处罚。五、由于人工繁殖、驯养技术不断

提高和推广，全国各地广泛出现鹦鹉驯养场，许多珍贵品种的鹦鹉走进

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已不再是濒危物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野

生与人工驯养动物同等对待，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最高人民

法院、国家林业局早已经注意到了上述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亦准备

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进行调整、对《解释》进行修改，将人

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排除在野生动物之外。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

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适当的裁判。 

上诉人张静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一、一审判

决量刑过重。上诉人虽然通过互联网向他人购买鹦鹉，构成非法收购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上诉人购买的是经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而非

野生鹦鹉；上诉人出于对鹦鹉的喜爱而自行饲养，并非用于营利或其他

非法目的；涉案鹦鹉已被移交动物园饲养，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二、

一审法院未能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对上诉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属量刑过重。综上，请求撤销一

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对上诉人从轻处罚。 

上诉人石小丰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一、一审

判决量刑过重。上诉人在淘宝上向卖家购买的鹦鹉是经过人工驯养繁殖

的鹦鹉，而非野生鹦鹉；上诉人因女儿经常玩弄手机，导致学习成绩下

降，想通过饲养鹦鹉来转移其对手机的注意力，增加孩子对动物的爱心，

购买时并不知道属于野生濒危保护动物。二、上诉人并非用于营利或其



他非法目的，事发后，涉案鹦鹉已被移交南京红山动物园饲养，未产生

实际危害后果。三、一审判决未能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对上诉人“判处

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量刑过重。综上，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查明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对上诉人从轻处罚。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的意见如下：一、本案一审判

决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系公安机关依法收集取得，经一审庭审质证，合法

有效。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事

实均供认不讳，且有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二、涉案鉴定意见系具有相关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及

鉴定人员作出，鉴定意见合法有效。鉴定意见中并未直接认定涉案鹦鹉

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更未认定是人工驯养繁殖还是野生，司法机关

依据司法解释认定涉案鹦鹉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符合法律规定。

吴吉龙辩护人提出非洲灰鹦鹉在附录中有调整，但仍在附录中，并不影

响鉴定意见的客观性。三、根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涉案鹦鹉不论

是人工繁殖驯养还是野生，均属于刑法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辩

护人提出控方需对涉案鹦鹉是否纯野生进行举证，根据法律规定，控方

并无该举证义务。本案中并无直接证据证实涉案鹦鹉系人工繁殖、驯养。

相关专家意见证实，鹦鹉的脚环并不能区别鹦鹉是人工驯养繁殖还是野

生；上诉人提出购买来的是幼鸟、养殖成本低等理由，均不能证实涉案

鹦鹉为人工繁殖。四、非法的人工繁殖、饲养、收购、出售野生动物的

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生态平衡仍是有害无利，并非上诉人和辩

护人认为的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认定野生动物是否珍贵、濒危的标准

是尚在自然环境中自由生存、自由繁衍的野生种群的数量。通过人工繁

殖、驯养的野生动物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增加或补充野生种群的数量；

另一方面，人工繁殖驯养的外来野生动物物种，比如涉案的非洲灰鹦鹉



等，因非我国自然分布物种，可能无法适应野生环境而死亡，也有可能

破坏本土的自然生态链，对本土的自然生态造成灾难性的危害。且非法

买卖人工饲养的鹦鹉表面上看没有伤害野生种群的数量，其实是用表象

掩盖了真实的伤害，如果对非法的人工繁殖、饲养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的交易不加规范，就会助长民间交易，大大增加原产地野生物种的风险，

不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五、上诉人徐洋、张静、石小丰均供述在购买

灰鹦鹉之前，曾在百度上搜索了解野生灰鹦鹉是保护动物的事实，在侦

查阶段亦供述购买前明知所购鹦鹉是或者可能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吴吉龙称其 2015 年申请相关许可证的时候就知

道涉案鹦鹉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2016 年才销售，证明其出售前明知

涉案鹦鹉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各上诉人提出不知道其所购买的鹦鹉属

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与事实不符。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中的

“食用或者其他目的”包含了用于观赏的目的，不论是用于食用还是观

赏，均同样侵害了野生动物资源，不利于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七、

《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制定的司法解释，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在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的刑事案件中当然应当适用。辩护人对司法

解释合法性提出的质疑意见，已经超越了法定的辩护范围，违背了基本

的法治原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启动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

解释制定工作，但至今为止，尚无新的司法解释颁布施行。如果本案审

理期间新的法律施行，应当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法律。八、本案

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依法构成犯罪，辩护人提出无罪的意见不能成立。

吴吉龙不仅违反了行政法规，同时也违反了刑事法律规范；石小丰虽不

是向吴吉龙购买的鹦鹉，但是否构罪要看其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相关规

定，并不是和吴吉龙没有关系就不构成犯罪。九、其他法院办理的同类

案件，虽然都是非法出售、收购鹦鹉，但是案件事实、情节与本案有明



显区别，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十、关于上诉人提出主观恶性较轻

及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徐洋、

张静、石小丰等人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且都适用了缓

刑，对吴吉龙在法定量刑幅度最低点判处刑罚，已经充分考虑了犯罪事

实、犯罪情节、量刑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案件特殊情况，量

刑符合法律规定。十一、虽然至庭审为止，上诉人没有提供能够证实涉

案鹦鹉是人工繁殖驯养的相应证据，但如庭审后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

实鹦鹉的来源为人工繁殖驯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

建议二审法院也能够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依法进行裁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原审判决一致。各上诉人对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均无异议。 

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吴吉龙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行政许可受理

通知书》和《征求意见书》，用以证明吴吉龙曾申请办理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许可证，并征询了周边邻居意见，但因申请杭州市 G20 峰会等原因，

没有予以批准。其他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其向南京市

红山森林动物园兽医院副院长邓长林所作的《讯问笔录》，用以证实无

法通过鹦鹉的脚环来判断该鹦鹉是否为人工驯养繁殖，也不能通过鹦鹉

的外形判断鹦鹉为野生还是人工繁殖。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吴吉龙为与买家交流有关鹦鹉的信息，成立了

一个名为“群鹦荟萃”的微信群。在上诉人张馨文的《讯问笔录》中，

在被问“你是如何知道葵花鹦鹉是受保护动物”时，答：“一开始我不

知道，卖鹦鹉的卖家建了一个群，我们都在里面聊天。当时卖家在群里

告诉大家，养这个鹦鹉要低调，我才知道这种鹦鹉是受保护的动物，我

看有人买卖，以为人工繁殖的鹦鹉没有事。”上诉人张静的《讯问笔录》



中，在被问及“你在购买这些鹦鹉之前是否清楚这些鹦鹉是国家一级或

者二级保护动物”时，答：“在我购买第一只灰鹦鹉之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购买完第一只鹦鹉以后，卖家把我拉进一个叫‘群鹦荟萃’的微

信群里面，在群里看到群主发了一个卖鹦鹉犯罪的新闻链接，所以才知

道买卖这些鹦鹉是违法。”在上诉人徐洋的《讯问笔录》中，在被问及

“你知不知道你所购买的鹦鹉是国家保护动物，不能买卖”时，答：

“我知道不能买卖，这是触犯法律的。就是因为喜欢，所以没考虑这些，

没觉得会抓到自己。”在上诉人石小丰的《讯问笔录》中，在被问及

“你是否知道鹦鹉能否买卖”时，答：“我不知道，我当时看淘宝上有

很多卖鹦鹉的，应该没有关系，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在被问及“你

在购买这只非洲灰鹦鹉之前对此是否有了解”时，答：“我之前在百度

上进行过搜索，了解过灰鹦鹉的相关习性等等，也了解过野生的灰鹦鹉

是保护动物，但通过卖家了解到网上卖的鹦鹉是人工孵化的，淘宝上卖

的也很多，也有脚环，我就感觉饲养没有关系。”在问及卖家向其交付

鹦鹉为何使用纸箱子时，答：“相对保密一些，因为这是非洲灰鹦鹉，

不是猫、狗这些常见的宠物。”问及“为什么要保密”时，答：“可能

卖家也觉得这是见不得光的，有些违法的成分在里面。” 

本院还查明，2016 年 1 月 4 日，杭州市西湖区林业水利局作出

《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中申请事项为：野生动物驯养繁殖

许可证的核发；申请人为：杭州圣卢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人地址

为：双浦镇吴家村 380 号；申办人姓名为：吴吉龙；具体内容为：“申

请人：你单位提交的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材料，经本行政机关初步审查，

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现予以受理。”

2016 年 4 月 28 日，杭州圣卢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出《征求意见书》，



其内容为：“关于我公司在双浦镇吴家村 380 号养殖鹦鹉期间会有喧闹

声经与周边邻居住户商议并同意驯养特此签名如下：……”下方有吴广

夫、吴广生等 7 人手写签名，有杭州市双浦镇吴家村村民委员会加盖公

章。 

二审审理中，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兽医院副院长邓长林进行了询问并制

作了《询问笔录》。邓长林在笔录中称，鹦鹉的脚环起到标识作用，从

鹦鹉的脚环及其鹦鹉的外形均不能判断其是野生还是人工驯养繁殖。审

理期间，合议庭成员分别走访了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李明阳教授、江苏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站野保科翟飞飞科长等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专

家。走访的专家一致认为，鹦鹉的脚环不能证明鹦鹉是否为人工驯养繁

殖；我国境内没有发现已成形的外来鹦鹉种群，国内现有的外来物种的

鹦鹉基本为人工驯养繁殖；受野外生存环境的影响，个别外逃的此类鹦

鹉在野外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很低。 

本院认为，纵观全案，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能否认定涉案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二是对人工驯养繁殖的鹦

鹉进行买卖交易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三是原审法院对上诉人吴吉龙、徐

洋、张静、石小丰买卖鹦鹉行为定罪是否准确，量刑是否得当。 

第一，关于涉案鹦鹉是否为人工驯养繁殖问题。上诉人吴吉龙、徐

洋、张静、石小丰均提出涉案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而来，但在卷证据中

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吴吉龙提供了上家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但因

其他原因未能查获，故对于涉案鹦鹉的具体来源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

由于出售、收购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与出售、收购纯野生鹦鹉的主观恶

性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有很大差别，故应受到的相应处罚程度亦有不同。

经向相关专家进行咨询，涉案鹦鹉均为外来物种，因气候环境等因素的



影响，此类外来物种在我国境内未形成野外的种群，此类鹦鹉在我国境

内存活于野外的可能性极低，绝大多数此类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结合

涉案鹦鹉大部分为幼鸟等情况，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鹦鹉为纯野生

鹦鹉的情况下，综合全案的证据及庭审情况，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

虑，可以认定涉案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而来。对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

出涉案鹦鹉为人工驯养繁殖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第二，关于对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进行出售、收购是否构成刑事犯

罪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出售、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如因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需

要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取得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规定：“刑法第

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

物种。”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吴吉龙出售的鹦鹉虽然是人工驯养繁殖

的，但仍然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上诉人徐洋、张静、石

小丰等人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因本案出售、

收购的鹦鹉系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而不构成犯罪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具有不可争辩的法律效力，

是人民法院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类刑事案件必须遵守的适用准则，当

然适用于本案。上诉人吴吉龙的辩护人对该司法解释提出的质疑，超越

其法定辩护范畴，本院对其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第三，关于对上诉人徐洋、张静、石小丰的量刑问题。上诉人徐洋、

张静、石小丰等人对于检察院指控其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因徐洋、张静、石小丰等人具有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涉案鹦鹉已送至动物园饲养等可从轻处罚的

情节，再犯的可能性较小，故可对其宣告缓刑。原审法院根据徐洋等

12 位原审被告人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数量、悔罪表现等犯罪情

节，分别对其判处一定期限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及相应数额罚金的刑

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在卷证据显示，上诉人

徐洋等在实施涉案鹦鹉的买卖交易时，对收购甚至饲养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上诉人徐洋、张静、石小丰提出其不知道

涉案鹦鹉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该主张与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内容不

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第四，关于对上诉人吴吉龙的量刑问题。上诉人吴吉龙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且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吴吉龙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尚有 5 只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鹦鹉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及出售，系犯罪未遂，

对于该部分犯罪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鉴于涉案鹦鹉

系人工驯养繁殖，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于非法出售纯野外生长、繁

殖的鹦鹉要小，根据本案具体犯罪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对

吴吉龙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

对徐洋、许亮、张静、鲁鹏、陆小军、刘静、张馨文、季叶伟、任赛娟、

薛峰、吴峰、石小丰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对吴吉龙定罪准确，但对其

量刑过重，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吴吉龙及其辩护人提出量刑过重的上诉

理由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吴吉龙辩护人所提吴吉龙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等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检察员所提

对吴吉龙应维持原判的量刑意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上诉人张馨文撤回上诉系依法处分其诉讼权利的行为，确系其真实

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

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

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二条、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三十六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 0102 刑初 19 号刑事判

决第一项对被告人徐洋、许亮、张静、鲁鹏、陆小军、刘静、张馨文、

季叶伟、任赛娟、薛峰、吴峰、石小丰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维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 0102 刑初 19 号刑事判

决第二项即追缴并没收被告人吴吉龙的非法所得人民币 158455 元； 

三、撤销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8）苏 0102 刑初 19 号刑事判

决第一项对被告人吴吉龙的定罪量刑部分，即被告人吴吉龙犯非法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四、上诉人吴吉龙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

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7 年 6 月 6 日

起至 2020 年 6 月 5 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 



五、准予上诉人张馨文撤回上诉。 

本判决依法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审判长  宋振敏 

审判员  汤 权 

审判员  赖传成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晓君 
 


